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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县辖街道已在中国大规模实施，且日渐成为县城建设的重要政策工
具，但这一现象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论文结合一个县域撤乡镇设街道的现
实案例，采用“过程－事件”分析范式，力图打开基层政区改革的“黑箱”决
策过程，梳理其调整动因、方案设置与决策考量，并与政区改革三重逻辑理论
展开对话，以充分审视并检验乡镇街道重构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Ｔ县街道设
置的初始动因与具体方案的设置深受经济发展、权力博弈以及政治妥协相关因
素影响，直接表现为捕获以建设用地为主的关键资源，降低开发区运行的不确
定性，以及获取行政等级体系中的合法性，体现出市域撤县（市）设区逻辑在
县域尺度的重复再生，而与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治理因素并未成为方案设置的
重要依据。乡镇改街道存在潜在风险，未来应进一步厘清县城建设、城乡融合
与街道设置之间的关系，谨防县域街道设置陷入短视化误区，背离其保障城市
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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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县下设置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存在上位法缺失、法律地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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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等问题，但自２００５年广东省开展县政府驻地镇改设街道办事处试点以来，
全国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诸多县纷纷将县政府所在的城关镇以及周边较
为发达的乡镇撤销并调整为街道办（颜昌武、叶倩恩，２０２１）。截至２０２２年，
全国１３０１个县中已有４３２个县设置了１０２２个街道办，其中有１７７个县设置了３
个以上的街道办①，遍布全国各个空间尺度，已远超县政府驻地试点范畴。不
过，学界尚未充分关注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问题。

学界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县级及以上政区改革问题，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
普遍认为政区调整存在经济导向的发展逻辑、权力导向的政治逻辑以及公共服
务导向的治理逻辑（叶林、杨宇泽，２０１８）。然而学界对乡镇街道等基层政区改
革的关注相对较少，仅有少数研究者从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城乡融合发展、基
层官员理性行为等视角对街道设置的动因进行了探索，并指出了街道设置过程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范今朝等，２０１１；叶贵仁，２０１１；叶敏，２０２１）。受限于
地方政府在实施政区调整过程中的封闭性，既有文献对政区改革的“黑箱”决
策过程涉猎不多，相关研究成果偏重“应然”判断而相对欠缺“实然”解析，
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撑，鲜有研究者意识到市域撤县（市）设区与县域撤乡镇设
街道之间的同构关系，理论阐释与改革实践之间存在一定落差。既有街道设置
相关研究的对象多为大中城市市辖区的街道办，鲜见对名义上处于试点阶段、
合法性相对不足而实践中已大规模实施的县域街道设置的分析。为什么即使县
辖街道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县政府各个部门也依然热衷于撤乡镇设街道？其主
要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何在？这些问题仍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本文拟在对学界既有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结合一个县域乡镇街道重构
的现实案例，采用“过程－事件”分析范式，力图打开基层政区改革的“黑
箱”决策过程，并与学界政区改革相关理论展开对话，以充分审视并检验乡镇
街道重构的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推动理论分析与改革实践双向互动。

二、文献评述

乡镇改街道，即撤销乡镇行政区划建制，设置街道办事处，通过行政区划
调整的方式将一级地方政权转变为上级政府派出机关的过程。在学术研究与政
府相关文件中一般以“撤乡镇设街道”“乡镇改街道办”“撤乡镇建街道”等术
语来表示（宋明爽、王小磊，２０１８）。乡镇改街道是行政体制与行政区划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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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统计用区划和城乡划分代码（２０２２年版）》，不包含民族自治县等特殊
县级建制。



一种方式，体现出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治理体系转型与行政组织重构的过程，
伴随着府际关系重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变动以及政府职能重心调整（李海金，
２００６；宋明爽、王小磊，２０１５）。学界对乡镇改街道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关
注不多，但对其所属的县级以上（含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动因开展了诸多探索。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政区调整存在经济、政治与治理三重逻辑，即经济导向的
发展逻辑、权力导向的政治逻辑以及公共服务导向的治理逻辑；但在不同时期，
不同区域政区调整的主导目标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叶林、杨宇泽，２０１７）。

经济导向的发展逻辑相关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但已越来越难以全面解读近
年来错综复杂的政区演化现象。当代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起源于对行政区
经济的探讨，即一种因行政区划而衍生的特殊区域经济现象（刘君德，２００６）。
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地方政府在空间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行政区划
对区域经济的刚性分割，指出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目的是通过削弱行政壁垒推
动行政区与经济区相适应（Ｃａｒｔｉｅｒ，２０１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速的经济增
长与城镇化伴随着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因此经济因素成为解读行政区划调整
逻辑的主流视角。部分学者指出，由于经济与政治领域的不完全分权，地方政
府对经济运行影响巨大，行政区划调整被经济效率驱动，并从经济发展、城镇
化等视角对政区调整动因与空间效应进行了解读，取得了一系列进展（Ｃａｒｔｉｅｒ，
２０１５；匡贞胜，２０２０）。一般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行政区划调整具有很强的经济
效率导向，是城市企业主义下的政府行为，而城镇化是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Ｓｈｅｎ，２００７）。从拓展发展空间、优化城市形象、强化土地经营到调整产业布
局，城市企业主义下的行政区划调整深刻重构了中国的城市空间格局（匡贞胜、
王妤，２０２２）。譬如，有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如撤县设市、撤县（市）设区
等与城镇化率、ＧＤＰ、产业结构以及人口迁移存在密切的关系（唐为、王媛，
２０１５；匡贞胜等，２０２３）。也有学者指出，行政区划的动态变化对理解中国经济
增长与城市发展至关重要（Ｃａｒｔｉｅｒ，２０１３）。也就是说，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已经
在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构建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区划体系依
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巨大（Ｃｈｉｅｎ，２０１３）。不过，这些研究过于强调经济
因素，相对忽视了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官僚化的大型组织，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特定制度环境中的合法性（Ｇｏｎｇ ＆ Ｘｉａｏ，２０１７）。

权力导向的政治逻辑相关理论研究日渐增多且进展较快，但尚缺乏足够的
实证支撑。行政区划作为权力的空间配置，是国家治理的空间基础，因此不少
学者指出政区调整背后的驱动力是政治权力重构与博弈（Ｂａｒｂｉｅ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中国的行政区划等级严密，在以级别定权力的官僚体系中，行政等级与官员级
别以及当地政府获得政策资源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通过政区升格获取更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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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成为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动因（王开泳等，２０１９）。在不对称权力的国家结构
下，行政区划受到政治力量的强大影响而呈现出非稳态，国家权力不断通过领
域城镇化（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进行再生产（Ｃａｒｔｉｅｒ，２０１５）。此外，有学者
通过对多层级政府协商博弈过程的分析，指出行政区划调整中政府间存在复杂
的权力互动博弈，这一现象在撤县（市）设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Ｍａ，２００５；
张蕾、张京祥，２００７；张践祚等，２０１６）。县（县级市）与地级市之间的力量
关系会影响撤县（市）设区的主导权与权力平衡，体现了行政体制之下行政区
划调整背后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运作逻辑（Ｋｕａｎｇ ＆ Ｗａｎｇ，２０２２）。与此类似，
也有学者观察到了基层乡镇街道设置决策过程中，官员个体在权力博弈中理性
化的微观行为逻辑（叶贵仁，２０１１）。

此外，由于行政区划调整过程普遍涉及上下级政府间互动博弈、生产要素流
动以及国家战略，有研究者认为其与新国家空间（ＮＳＳ）框架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即中国城市的行政层级或等级变化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国家空间与国家空间
选择理论概括或解释，譬如从行政等级变动出发，运用ＮＳＳ框架对政区升格现象
进行解读，将其归结为权力的尺度上移（Ｌ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也有研究者试图从
尺度政治的视角对行政区划调整的现象进行理论化梳理，认为行政区划调整有
尺度生产和权力的尺度修复这两个过程（王丰龙、刘云刚，２０１９；吴金群、廖
超超，２０１９）。然而，受限于地方政府推进行政区划调整过程的封闭性，权力导
向的政治逻辑尚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同时，ＮＳＳ框架并非为反映事物因果关
系而发展出的逻辑工具，用以诠释实践活动过程可能存在概念泛化、缺乏可证
伪性以及不具备理论预测性等问题（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８；匡贞胜、孙斌栋，２０２１）。

公共服务导向的治理逻辑相关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但其结论仍存在较大争
议。在很多欧美国家，强化公共服务供给是整合碎片化的城市政府以组建大都
市区的重要原因（Ｓａｖｉｔｃｈ ＆ Ｖｏｇｅｌ，２０００；赵聚军，２００９）。由于某些公共服务
如水电气、消防、环境治理等具有规模经济特征，区划碎片化会延长协调过程，
不利于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从而弱化社会治理能力。尽管行政区划调整中公
共服务的考虑较少，但近年来一些大中城市老城区进行了合并或重组，减少了
基层政府数量，还有地区基于政务服务、古城保护考量对政府驻地进行了搬迁，
客观上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赵彪等，２０２２）。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导向
将会成为未来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动因，即区划调整与政府职能相耦合（赵聚
军，２０１２）。譬如有学者认为撤乡镇设街道是为了推动城乡统筹，实现以城带
乡，从而缓解城乡差距与城乡分割，并推动基层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
变（李海金，２００６；王前钱、宋明爽，２０１７）。为了精简乡镇行政机构与相关职
能，需要通过撤乡镇设街道将城郊纳入城市管理范围，从而寓精细于扁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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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行政效率（叶敏，２０２１）。然而，治理逻辑视角的研究虽逐渐被重视，但由
于客观条件尚待成熟以及中外国情存在差异，其能否成为区划调整的驱动力还
存在较大争议（叶林、杨宇泽，２０１７）。

综合来说，当前学界对行政区划改革逻辑的研究逐渐增加并取得了丰硕成
果，但依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既有文献对政区改革的“黑箱”决策过程涉
猎不多，尤其是“乡镇街道重构”相关研究偏重“应然”价值判断而欠缺“实
然”动力解析。其二，当前对政区调整政治与治理因素的研究较为零散，结论
仍存在一定争议，尚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撑。其三，已有研究对象大多为大中城
市市辖区的街道办设置，鲜见对尚处于试点阶段且合法性相对不足的县下设置
街道办背后的决策过程与动力机制的相关研究，也未意识到市域撤县（市）设
区与县域撤乡镇设街道之间的同构关系。

为此，本文沿承当前政区调整三重逻辑的相关研究，结合一个县域撤乡镇
设街道的现实案例，力图打开政区改革的“黑箱”决策过程，梳理其调整动因、
方案设置与决策依据，并与政区改革相关理论展开对话，以充分审视并检验乡
镇街道重构的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推动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双向互动。

三、案例背景

本研究的问题意识来源于２０１８—２０２３年间课题组在全国多省的实地调研座
谈，与Ｔ县相关的经验材料是课题组２０２２年４—６月深度参与Ｔ县乡镇街道重
构过程中获取的一手资料。课题组借助负责项目咨询的机会，与Ｔ县、城关镇、
开发区、城郊乡时任领导层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１０余场调研座
谈，深度了解了乡镇街道重构的初始动因、问题障碍、方案设置等相关原始资
料与信息①。

截至２０２２年，Ｆ省已有６６％的县设置了街道，其中３９％的县管辖３个以上
街道，Ｔ县是所在省为数不多尚未将县政府所在地设置为街道的县。Ｔ县位于中
国中部Ｆ省，总面积约１９００平方千米，户籍总人口近５０万人，常住人口近４０
万人。中心城区为城关镇与城郊乡，县政府驻地在城郊乡。全县现辖１６个乡
镇，其中有２个产业集聚区———Ｔ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
和化工产业集聚区。２０２１年全县生产总值为１８０余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
１７ ７ ∶ ３５ ０ ∶ ４８ ３。城关镇是Ｔ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现辖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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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维护学术伦理，文中出现的地名、人名等都做了匿名化处理，辖区面积、总人口、
常住人口等相关数据按照四舍五入原则进行了模糊化处理。



社区居委会。辖区总面积２８平方千米，其中建成区面积２４平方千米。截至
２０２１年，常住人口有１０万余人，近７０％的人口从事非农产业。城郊乡在空间
上环绕城关镇，但乡政府驻地位于城关镇，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城郊乡现辖
２１个行政村，总面积２１８平方千米，总人口７ ８万人，三产比例为１５ ∶ ３６ ∶ ４９。
靠近中心城区的９个村已被纳入县城规划区，其中有５个村被Ｔ县先进制造业
开发区代管，相关财税和经济社会管理职能与城郊乡相互独立。

以下部分将结合课题组在Ｔ县实地调研的一个乡镇街道重构案例，采用
“过程－事件”分析范式，对乡镇改街道的需求、方案设置及其相关决策过程进
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其动力机制。选择这个案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
是一个复合型的乡镇街道重构情境，包含了县域街道设置的多种情形，其中反
映的问题或多或少存在于其他单一类型撤镇（乡）设街道的现象之中，因此具
备一定的代表性和更大的理论与实证探讨空间。

四、乡镇街道重构的方案设置与决策过程

（一）初始动机与改革方向
街道设置有较为明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能够被设为街道普遍被各界视

为基础设施完善、经济较为发达以及城镇化较高的乡镇，有利于提升县城形象，
因此提升招商引资的吸引力是Ｔ县撤乡镇设街道的初始动力。Ｔ县近年来一直在
考虑撤乡镇设街道的相关议题，但因情况特殊、流程繁杂而进展较为缓慢。一
方面，撤乡镇设街道对乡镇政府官员并无实质性的好处；相反，设置街道后原
先保留在乡镇的某些经济社会管理职权还会上收到县级职能部门。另一方面，
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实施，乡镇为了获得相关专项资金（见表１），基层政
府缺乏设置街道的内在动力，县政府撤乡镇设街道面临较大的阻力①。

表１　 乡镇建制政区独享政策
序号 部分重要的乡镇独享政策
１ 村级组织运转经费补助（≥９万元／年）
２ 乡村建制不需要缴纳土地使用税
３ 城市建设维护税按纳税人所在地分别为县城和镇（５％）以及乡村（１％）
４ 美丽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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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基层官员透露，只有乡镇建制的行政区能获得乡村振兴的专项资金，街道属于城
市建制，不能获得相关资金。



序号 部分重要的乡镇独享政策
５ 乡镇中心卫生院建设
６ 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工程、道路畅通及农村公路建设养护政策
７ 农口的农机站、畜牧站、林业站等站所建设
８ 环卫一体化薄弱自然村庄村容村貌整治
９ 农村危房改造
１０ 优秀村支部书记考公务员和事业编有加分
１１ 乡镇事业编人员考职称，可以免试计算机水平
１２ 扶贫建档立卡与“双女”补助只针对农村户口
１３ 农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度和农村教师帮扶计划
１４ 农村户籍学生营养餐补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民政部内部资料汇编，相关政策条目有删减。

然而，剥离开发区社会管理职能的强大压力加速了撤乡镇设街道的进程。
在新冠肺炎疫情与逆全球化叠加下，Ｆ省县域经济发展面临极大的下行压力。为
了降低开发区管委会的负担，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招商引资、企业服务、项目
建设等经济发展方面，２０２２年４月，Ｆ省发布了《关于加快剥离开发区社会管
理职能的通知》，明确要求将开发区管委会代管的教育类、文化类、民政类、卫
生健康类等１１类社会管理职能剥离给所在行政区负责。因此，Ｔ县先进制造业
开发区代管的城郊乡的５个村的社会事务，需要重新交由城郊乡政府管理。然
而，开发区管委会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直接隶属于县政府，行政级别较高，
多年来财税体制与城郊乡相对独立，大部分社会管理相关的人员编制、工资待
遇、干部关系等也直接隶属于县各职能部门。若直接将社会事务移交给城郊乡，
将遭遇两方面阻力。一方面，社会管理权限与经济管理权限相辅相成，开发区
各项社会经济管理权限来自县政府的授权，城郊乡既无财力也无经验承接相关
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在岗相关社会事务管理人员也不愿意回到城郊乡所属行
政村，因为开发区平台的高低决定着官僚机构的级别，这可能意味着职位待遇
与社会地位的降级。因此，为了不改变开发区原有的隶属关系、财税体系与人
事编制，稳定开发区工作团队，县政府不得不将开发区涉及的５个村调整为县
政府的直属机构。

在内外双重驱动之下，县政府明确了“将城关镇与开发区设置为街道”的
大方向，但具体方案设置却因错综复杂的因素而一波多折。与全国其他大多数
县有所不同，虽然城关镇是Ｔ县的经济中心，但县政府驻地并不在城关镇，而
在离城关镇较近且建成区早已与其连成一片的城郊乡，因此从一开始此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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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调整就超越了简单的“县政府驻地镇改设街道办事处”试点，而是包含空
间重构、建制变更以及政区更名在内的一个复合型县域基层政区调整。

由于行政区划调整涉及面较广、审批程序较为繁杂（如图１所示），为了平
衡各方利益，排查主要风险源和风险点，县政府委托第三方智库对县委、县政
府职能部门，城郊乡、城关镇职能部门，所涉及村庄的干部代表、群众代表，
以及老干部、企业家等社会各界代表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专项调查访谈，以
广泛收集各个利益主体的意愿，明确具体方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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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Ｔ县乡镇街道重构审批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具体方案设置与决策考量
城关镇整建制转为街道建制比较容易，Ｆ省已发布街道设置标准的相关文

件，城关镇早已达到各项标准。虽然将城关镇设置为街道会进一步弱化其职权
独立性，但因城关镇与县政府驻地相距很近且建成区连成一片，各项职权已被
县直部门接管，且早已实施“乡（镇）财县管”，实质上涉及的职权变动不大。
同时，开发区权限较大（县级权限），但因开发区设置为街道后仍独立运作，只
是将其社会事务管理人员的人事关系划归新设街道，涉及的职权变动与干部人
事调整很少。此外，对于新设街道的专名，早已有存在较大共识的历史地名可
供参考，内部争议较小。因此，职权变动、干部调整和政区更名并非此次乡镇
街道重构的重点问题，各方争议的焦点是设置街道建制的数量与新设街道的空
间划分。

若只将开发区５个村调整为街道办，则将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常住人口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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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４万人的街道设置标准，其二则是未来可开发建设用地不足。为此，县
政府一开始就试图将城郊乡城镇化较高的另外４个行政村与开发区所在的５个
行政村从城郊乡析出并设置街道。但Ｆ省基于精简机构、节约行政成本的考虑，
要求以“撤一设一、撤多设少”原则进行街道设置。此外，城郊乡对于析出另
外４个行政村反对意见很大，因为这４个邻近开发区的行政村经济较为发达，
为城郊乡贡献了近５０％的财税收入，若直接切块划走，城郊乡必然财政拮据，
即使有转移支付补偿也要看相关部门脸色行事。

退一步讲，虽然有县政府对公共服务补贴的承诺，但城郊乡还有另一层担
忧，即新设置的街道作为县政府派出机构，会获得各级领导更多关注，进而可
能把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新设街道（类似于“市管县”体制下地级市的市辖区），
导致乡镇与街道的发展机会不平等，引发城乡发展进一步失衡。譬如有城郊乡
政府工作人员隐晦地表达了这一担忧：

街道是县政府的亲儿子，（县政府）直接管理，离领导（距离）近，有
了街道后咱们其他乡镇怎么发展，希望县里面能多考虑考虑。（调研座谈记
录１：城郊乡某工作人员Ｇ）
在建制数量不能增加的硬约束下，县政府只能考虑将城关镇与开发区合并后

设置１个街道或将城关镇与城郊乡分设２个街道。然而，城郊乡作为一个整体离
街道设置的经济社会各项规定指标还有较大差距，因此还剩下“１ ＋ ５ （开发区）”
“１ ＋ ９ （县城总体规划范围）”等主要备选方案。“１ ＋ ５ （开发区）”方案城郊乡
的阻力最小，由于５个行政村早就被开发区代管多年，二者实质上早已相互独
立，此方案并不会进一步损害城郊乡的利益，但县政府与开发区都难以接受此
方案，因为虽然“１ ＋ ５ （开发区）”设为街道更符合街道建制的城市景观以及
聚焦公共服务供给的本质，但这也意味着开发区未来建设用地指标不足。

然而，“１ ＋ ９ （县城总体规划范围）”一方面遭到了城郊乡的强烈反对，毕
竟另外４个行政村是城郊乡的主要税源。由于大部分乡镇基层干部缺乏上升空
间，收入待遇与所在乡镇的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在很多基层干部有意见的
情况下，若县政府强行采取这一方案，虽然没人敢公开反对，但可能会有干部
通过各种渠道向相关职能部门匿名投诉（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省民政厅一般不
受理存在争议的基层政区改革方案），或很可能在以后的工作中采取不配合或消
极怠工态度。

另一方面，这一方案也面临审批困难，因为若合并，则新设的街道面积超
过１００平方千米，常住人口超过２０万人，作为县域街道来说规模较为庞大，对
县城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这必然难以获得省主管部门的支持。因此，县政府
权衡利弊之下，只能另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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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一个省级审批部门、县政府、开发区、城关镇以及城郊乡都不会反
对的方案呢？经历了前几轮的受挫，在征求各相关利益主体意见的前提下，最终Ｔ
县选择了“１ ＋ ６”方案，即“城关镇＋开发区＋ １个建设用地较多的行政村Ｆ”
方案（如图２所示）。这个方案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开发区对未来产业发展空间
的需求，又不会招致城郊乡的强烈反对，也满足上级审批部门的要求。

图２　 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示意
注：此图仅为示意图，并非标准比例尺的地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此外，为确保最终方案能获得各个利益主体的认同，针对此次乡镇街道重
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各级政府也提前采取了相关预防措施。

其一，对乡镇改街道的政策衔接风险进行评估。为了保障财政转移资金的
针对性，国家对不同建制行政单位的政策供给各有侧重，实行区别性对待，因
此县政府委托专业智库对建制变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政策衔接风险进行了排查。
研究发现，街道建制可能没有资格获取“三农”相关政策支持。乡镇改街道确
实对与“三农”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项粮食蔬菜财政补贴存在负面
效应，但因所改区域已基本完成城镇化，因此实际影响相对较小。

其二，对利益受损的城郊乡部分公共服务支出进行补贴。由于区划重构后，
城郊乡各项经济指标都会有较大影响。为防止城乡差距拉大，县政府计划统筹做
好城郊乡行政区划变更后的财力划转工作，并针对优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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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推动城乡均衡发展。譬如，针对城郊乡按照人
口配备的公共卫生经费大减问题（６５元／人），县政府将以“编制随人走”的原
则，调整相关事业编制的人员安排；对于农村中小学教师相关补贴待遇以及农村
户籍学生营养餐补贴，县政府将做好城乡教育的政策宣传和有效衔接。

五、县辖街道的动力机制

（一）发展导向的经济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调整背后发展导向的经济逻辑已被诸多研究者捕获

到（叶林、杨宇泽，２０１７）。这一逻辑贯穿于Ｔ县乡镇街道重构过程之中，直接表
现为以扩大产业发展空间和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为主导的方案设置与决策考量。
１ ． 捕获以建设用地为主的关键资源
行政区划具备空间资源属性，因而区划调整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王开泳

等，２０１９）。以土地为核心的城镇化是近年来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动因，对
于政治意义不明显的基层政区更是如此（Ｓｍａｒｔ ＆ Ｌｉｎ，２００７）。不同于大部分欧
美西方国家土地私有且在市场上交易，政区调整对社会的影响局限在一定的范
围内。由于中国在城镇地区实行土地公有制度，行政区划调整会影响土地的所
有权在地方政府间的归属。在中央“耕地红线”的硬约束下，建设用地成为地
方政府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源。行政区划变动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建
设用地指标和土地收益，进而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空间产生深远影响。以土
地为核心的城镇化在高层级的行政区划调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譬如“撤县设
市”，通过把农业型政区转变为城市型政区，并实现事实上的省直管，将得到省
级政府建设用地指标占补平衡方面的倾斜政策，可以为高速城镇化过程中的小
县城发展提供稀缺的土地资源（匡贞胜，２０２０）；“撤县（市）设区”则是通过
拓展中心城市的空间范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其建设用地指标与空间配置
的自由度。

撤乡镇设街道引发了基层政区体制与要素的变动，既是行政体制改革又是
土地、财政等要素的重新配置。对于Ｔ县撤乡镇设街道而言，如何确保开发区
在可预期的未来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指标，降低产业用地成本，从而破除产业发
展的空间约束，是县政府与开发区在进行乡镇街道重构具体方案设置的重要考
虑依据。负责此次区划变更的某位副县长就曾对课题组明言：

现在开发区里能用来建设的土地不多了，今年有好几个工厂老板来看
了，结果都嫌地价太高就走了。咱们最好是把（城郊乡）那４个行政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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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给开发区，成立街道，把建设用地的价格压下来。开发区有了土地，才
能更好发展。（调研座谈记录２：Ｔ县政府某副县长Ｊ）
虽然因为各方博弈只划入了１个行政村（后文详解），但被划入的Ｆ村是县

城总体规划范围内４个村中面积最大（９ ６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最小（仅
０ ３２平方千米）且建设用地保有量最大的行政村（见表２）。因此，即便产业结
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空间景观都与街道办所要求的城市型政区相差甚
远，Ｆ村依然被作为最优选择纳入开发区并成为新设街道的一部分。

表２　 设立街道后开发区下各行政村数据

行政村 面积
（平方千米）

建成区面积
（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
（万人）

非农人口
（万人）

企业数
（家）

开发区Ａ村 ５ ５ ３ １ ２ ９ ５６

开发区Ｂ村 ６ ６ ０ ９ ０ ５ ４６

开发区Ｃ村 ５ １ ０ ２ ０ １ ９

开发区Ｄ村 ６ ２ ０ １ ０ ０８ ４

开发区Ｅ村 ６ ２ ０ ２ ０ ０５ ２

新纳入Ｆ村 ９ ６ ０ ３２ ０ ０８ ０ ０１ 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Ｔ县提供的相关资料自制。

２ ． 改善招商引资的负面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导向极大提升了城市的地位与作

用。这集中体现在不同的行政建制类型存在差异性的财政、融资、税费、用地
等政策，譬如城市型政区长期享有更优惠的税费减免，能获得金融机构更高的
融资额度与便捷的融资服务，以及较多的建设用地指标。上级政府在分配建设
用地指标的时候往往会对城市型政区（县级市／市辖区／街道）适当倾斜，而地
域型政区（县／乡／镇）必须要对基本农田进行保护（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建设
用地指标严格受限。经过数十年的政策倾斜与路径依赖，城市型政区获得了比
地域型政区更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形象，招商引资品牌较好，而县则在招商引
资中相对被边缘化（然而事实上由于虚假城镇化的存在，某些城市型政区也存
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农村场景，而某些县、乡镇基础设施并不差）。因此，作为城
市型政区的基层组织，设置街道办事处更能改善地区形象，向外界展现县域优
良的基础设施与营商环境，各项政策偏向于工商业发展与城市建设，从而降低
开发区剥离社会职能后运行的不确定性。譬如有县政府工作人员透露：

招商的时候有企业跟我们抱怨，说注册地在乡镇，影响企业形象，还有
的居民看到身份证上写着乡村，很有意见，认为自己明明在县城里小区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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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为什么户籍显示还是在农村。（调研座谈记录３：县政府某工作人员Ｘ）
此外，虽然Ｔ县在提交上级部门的行政区划变更申请时强调此次撤乡镇设

街道在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城市管理水平方面的必要性，却只采用“有利
于提高综合行政效能，强化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推动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和管
理服务向农村延伸，提升服务质量” “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均衡化配
置”等较为模糊的官方话语来建立二者之间的关联。然而，Ｔ县却难以进一步
说清楚为何街道比乡镇更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可见，公共服务与县城治
理问题并没有成为决定乡镇街道重构具体方案的影响因素，相反，无论是政区
调整的直接驱动力（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剥离社会事务）还是方案设置的细节过
程，都被发展导向的经济因素所包裹。在通过撤乡镇设街道强化服务型政府外
表之下，包藏着的依然是一个发展型政府的内核（匡贞胜、虞阳，２０２０）。

（二）权力导向的政治逻辑
作为权力的空间配置，行政区划体制内嵌于政治体制之中，政区改革过程

中普遍涉及上下级政府间互动博弈与政治妥协，以实现各个利益主体的核心诉
求（如图３所示）。正因如此，虽然Ｔ县撤乡镇设街道被经济发展逻辑所主导，
但因受制于省政府、县政府、开发区、城郊乡等多层级政府协商博弈而难以选
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最优方案（县城规划区设置２个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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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乡镇街道重构方案的决策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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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省政府与县政府的各自诉求及其互动博弈
博弈首先发生在Ｆ省政府与Ｔ县政府之间。省政府的诉求主要有两个：剥

离开发区的社会管理职能与保持乡镇街道建制数量不变。即为了给经济下行压
力下的开发区减负，省政府做出了剥离全省开发区管委会社会事务的决策，切
实推进开发区健康快速高质量发展。同时，为了防止基层行政建制数量膨胀推
高行政运行成本，省政府对乡镇建制数量实行“撤一建一、撤多建少”的一刀
切政策。

县政府的诉求则是争取将县城总体规划范围都设为街道以及城关镇与开发
区各单独设立街道（增加１个行政建制）。Ｔ县准确捕捉到了“省政府要求剥离
开发区管委会社会事务”这一博弈机会，试图将早已想实现但缺乏契机的乡镇
街道重构计划付诸实践。为了让县政府尽快推进开发区政府剥离社会事务，省
政府支持Ｔ县提出的县城总体规划范围都设为街道这个方案，但坚持不能增加
行政建制的要求。Ｔ县政府非常清楚这个较为刚性的“撤一建一、撤多建少”
政策对于此次区划变更不适用，但县政府缺乏与省政府正面博弈的能力，只能
将城关镇与开发区合并设立１个街道。虽然合并后的街道办事处规模相对于县
城管理的理想规模略为偏大（以城关镇为核心的区域从２８平方千米扩张到６６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１４ ５万人），社区管理任务剧增，网格化管理难度极大，
但县政府决定采取迂回策略。譬如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透露：

先通过省里的审批，把街道搞起来，不是大了点嘛，没事，省里的事情
咱们没办法，但咱们跟市里面民政部门关系好，跟市政府领导也能说得上
话，到时候可以（把街道）拆开。（调研座谈记录４：Ｔ县某工作人员Ｙ）
也就是说，县政府利用街道办事处不属于宪法规定的一级政权而是区（县、

县级市）的派出机关这一法律漏洞，通过先“撤一建一”后通过将规模偏大的
街道办“一分为二”的方式，将博弈对象局限于地级市政府。因为拆分街道办
权限在地级市政府，只需要地级市政府（非省政府）审批，相关操作与审批流
程将较为容易，以此迂回达到县政府发展导向的次优目标。
２ ． 县政府、开发区与城郊乡的各自诉求及其互动博弈
由于在实践中开发区的经济管理权限与社会管理权限联系紧密，若剥离给

各个行政村必然会妨碍提升开发区管委会的运行效率，进而减缓开发区经济发
展速度，这是省县两级政府都不希望出现的后果。为此，开发区借助社会事务
剥离后的管理难题，向县政府提出仍由县政府直管、单独设立街道以及开发区
空间扩容等诉求。即让开发区行政托管的５个行政村（若能加上周边４个行政
村更好）通过独立的街道设置，从而既在政策上满足省政府的合法性需求，又
在法理程序上继续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开发区的社会管理职能（宪法与相关法律

·３３１·

县域乡镇街道重构的驱动机制：以Ｔ县街道设置为例◆



规定街道办是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而非一级政权），这样能最大程度地稳定负责
社会事务的原班人马，减少社会事务剥离对开发区日常工作的冲击。可见，开
发区效率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合法性基础，组织只能在合法化的框架内追求效率。

为了确保开发区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后不影响招商引资，同时解决开发区可
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产业空间与管理体制难题，县政府与城郊乡政府进行了多轮
博弈，最初县政府想将已纳入县城规划区但不属于开发区范围的４个行政村全
部析出，但此举遭到了城郊乡政府反对。譬如调研中有乡镇工作人员私下里直
截了当地表达了这一意见：

咱们这４个村子划走后，乡里面就成穷光蛋了，之后要用啥钱了，都得
去县政府要，现在县领导非常好，答应给乡里补一点，（以后）县领导进一
步高升，之后的领导还认不认就难讲了，等到时候乡政府就成了叫花子，
天天去县里各个部门要饭。（调研座谈记录５：城郊乡某工作人员Ｚ）
为了在拓展开发区未来发展空间与维护城郊乡政府基本利益格局之间取得

平衡，县政府选择只将４个中较大的１个行政村析出与开发区合并，这样城郊
乡虽然仍有不同意见，但这类担忧已能被县政府的权威压制（征求意见座谈会
上县领导多次强调城郊乡要服从“县城发展大局”），同时县政府在各个座谈会
上多次保证将通过财政转移或资金补贴等方式对城郊乡的公共服务进行一定程
度的补偿。

（三）总结与反思
无论是发展导向的经济逻辑，还是权力导向的政治逻辑，其核心都是各利

益主体试图通过乡镇街道重构捕获关键资源、降低不确定性以及获取等级体系
中的合法性，其过程和方式与撤县（市）设区的逻辑动因极为相似（袁则文，
２０１７）。此次Ｔ县撤乡镇设街道呈现出的县政府直接管辖县城建成区空间、县级
职能部门权力扩张以及县乡（镇）政府间的多方博弈，一直以来也存在于撤县
（市）设区过程之中（罗小龙等，２０１０；匡贞胜，２０２０）。即使空间与行政尺度
存在差异，但县城空间扩张与市域城市空间扩张遵循相似的动机与逻辑，只是
相对于地级市－县（县级市）博弈而言，县－乡（镇）博弈的强度、影响的范
围以及撤乡镇设街道遭遇的阻力可能比撤县（市）设区稍弱。县域街道设置的
驱动机制与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表现为撤县（市）设区逻辑在县域尺度
的重复再生，体现出各级行政组织的制度同构效应。

多级政区调整动因的同构性反映出“行政区经济”嵌入各级行政区之中且
长期稳定存在，其背后是行政配置资源的路径依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
划调整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在行政配置资源的路径依赖与“行政区经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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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循环彼此强化的场域下，地方政府缺乏横向协作的动力，倾向于通过行政区
划调整实现自身短期利益诉求。因此，现存问题表面上是行政区划框架不适应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质上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与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冲突，
行政区划调整只能短期缓解问题而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只能治标而无法治本。
若无法顺利实现政府职能从聚焦经济发展转向提供公共服务，重塑政府与市场
关系，那么政区调整的短视功利现象将会成为常态。

然而，在县辖街道已从广东省试点转向全国全面推开的背景下，研究团队
在上海、海南、河南、江苏等地实地调研过的多个案例中发现，县域大规模撤
乡镇设街道可能存在一些潜在隐忧。受制于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境，长期以来街
道办承担的实际职能与其法定职能有一定偏差，导致街道办存在职权不明与行
政关系模糊等问题（袁则文，２０１７），在此背景下的县域撤乡镇设街道改革，可
能异化为县城无序扩张与县政府职能部门行政权力扩张的手段，引发诸如虚假
城镇化、建制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等低质量发展模式（陆大道，２００７）。为了抑
制基层政区扩大编制而实行的“撤一设一”一刀切政策，很可能导致街道治理
能力与治理规模不相匹配，背离其保障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职能（王
佃利、孙妍，２０２０）。此外，街道设置过程中的权力博弈可能激化县－乡（镇）
利益冲突，形成府际体制摩擦。由于“撤乡镇设街道”仅能暂时缓解而无法真
正解决问题，长期来看其不可避免地陷入“改而不变”的困境之中（匡贞胜、
虞阳，２０２０）。依赖政区调整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发展问题导致中国无法摆脱行
政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路径，这是不同层级行政区划调整现象稳定出现并重复
再生的重要前提。

从Ｔ县乡镇改街道过程也可以发现，本文前言中提到的合法性不足并没有
成为县域街道设置的障碍。自广东省２００５年试点之后，在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等
现实利益的强力推动下，县辖街道的合法性在实践中并没有构成问题。课题组
在调研座谈过程中提到此合法性风险时，相关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没有国家
正式法律支撑，但全国各地均已试点，且省政府公布的镇与街道设置标准文件
里面并没有禁止县设街道，因此并不存在法律障碍与程序性问题。这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我国高层级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或替代正
式法律的某些作用。另外，市辖区、县级市与县三类政区行政组织的逐步同构
以及城乡空间景观的趋同也为县辖街道提供了现实支撑。事实上，近年来原先
切块设置的市（地级市、县级市）与以“三农”为主体存在的县（地域型政
区）的空间景观已日渐趋同，都已成为城乡混合体，导致法律规定的街道办设
置依据（仅在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设置）与现实场景出现脱节，尤其是县城
空间规模日趋扩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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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探讨

县下设置街道办事处与县城建设密切相关，日渐被县政府作为就地城镇化
的重要政策工具。本研究结合理论与实践，通过一个案例研究打开了乡镇街道
重组的“黑箱”过程，并对政区改革逻辑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以审视
并检验乡镇街道重构的驱动机制，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乡镇街道重构的相
关研究。研究发现，县域街道设置的合法性风险能够被政策文件消解，而当县
城空间规模扩张时，各项事务的统筹规划变得愈加重要，不断推动以县职能部
门集权为核心特征的县辖街道大规模实施。同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权力博
弈与政治妥协等因素贯穿于县域街道设置的决策过程之中，直接表现为捕获以
建设用地为主的关键资源、降低开发区运行的不确定性以及获取行政等级体系
中的合法性，深刻影响着乡镇街道重构具体方案的选择，体现为市域撤县（市）
设区逻辑在县域尺度的重复再生，而与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治理因素并没有成
为决策方案的重要依据。

县辖街道从试点向全国扩散对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大影响，应成为未
来学界与政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为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厘清县辖街道、县
城建设与城乡融合之间的关系。作为未来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县城连接着
乡村与城市，对于促进城乡融合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有着重要意义，有必要进
行更广泛深入的实地调研与理论提炼。同时，应深化城乡合治的理论与实证研
究。当前“切块模式”的城市型政区设置已式微，城市管理重回郡县制结构
（匡贞胜，２０２２）。然而，不少县的中心城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小城市，若不
进行街道设置确实会产生诸多问题。县城是城市与乡村交错地带，既需要以城
市管理的方式进行县城与经济强镇治理，又要管理好广大农村地区。现存城乡
融合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外科手术式”的行政区划调整，有必要加强对城市与
区域治理模式改革的研究。此外，应强化对乡镇改街道潜在风险的分析，抑制
地方政府政区调整的短视化行为。

虽然本文结合案例实证分析打开了基层政区改革的“黑箱”决策过程，但
也因乡镇街道的空间分布与地方实情的复杂性而存在不足之处。研究团队在实
地调研与座谈中发现，乡镇街道作为基层政权，全国各地职权配置存在一定差
异，这意味着撤乡镇设街道的单个案例难以全面反映乡镇改街道的实践逻辑与
潜在风险，未来有待挖掘更多的实证案例来进一步打开基层政区改革的“黑箱”
决策过程。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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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前钱、宋明爽（２０１７）． 镇改街道进程中改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行政管理改革，９：４７ － ５２．
Ｗａｎｇ，Ｑ． Ｑ． ＆ Ｓｏｎｇ，Ｍ． Ｓ． （２０１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ｏｗｎ
ｔｏＳｔｒｅ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９：４７ － ５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金群、廖超超（２０１９）． 我国城市行政区划改革中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基于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数据． 江苏社
会科学，５：９０ － １０６ ＋ ２５８．
Ｗｕ，Ｊ． Ｑ． ＆ Ｌｉａｏ，Ｃ． Ｃ． （２０１９）． Ｓｃａｌｅ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ｔ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８．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５：９０ － １０６ ＋ ２５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颜昌武、叶倩恩（２０２１）． “双向运动”视角下城市街居体制的变革路径与走向———基于Ｇ市ａ街道办事处的纵向
考察． 理论学刊，５：９８ － １０７．
Ｙａｎ，Ｃ． Ｗ． ＆ Ｙｅ，Ｑ． Ｅ．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ｂ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 Ｓｕｂ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ｎ Ｇ Ｃ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９８ － １０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叶贵仁（２０１１）． “理性选择”视野下的决策过程研究：基于一个“镇改街道”的个案． 学术研究，８：５４ －５９ ＋１５９ －１６０．
Ｙｅ，Ｇ． Ｒ． （２０１１）．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ｏｗｎ ｔｏ Ｓｔｒｅｅ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８：５４ － ５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叶林、杨宇泽（２０１７）． 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三重逻辑：一个研究述评． 公共行政评论，４：１５８ － １７８ ＋ １９６．
Ｙｅ，Ｌ． ＆ Ｙａｎｇ，Ｙ． Ｚ．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４：１５８ － １７８ ＋ １９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叶林、杨宇泽（２０１８）． 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政府组织重构与上下级谈判———以江城撤市设区为例．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３：１６４ － １７６．
Ｙｅ，Ｌ． ＆ Ｙａｎｇ，Ｙ． Ｚ． （２０１８）．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Ｃｉｔｙ．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３：１６４ － １７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叶敏（２０２１）． 析出街道：超大城市郊区精细化治理之策． 理论学刊，３：１０８ － １１５．
Ｙｅ，Ｍ． （２０２１）． Ｎｅｗ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Ｊｉｅ Ｄａｏ：Ａ Ｆｉｎ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ｕｒｂｓ ｏｆ Ｍｅｇａｃ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１０８ － １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袁则文（２０１７）． 规范与实践：街道办事处的制度属性探析． 探索，１：４４ － ５３．
Ｙｕａｎ，Ｚ． Ｗ． （２０１７）．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Ｐｒｏｂｅ，
１：４４ － ５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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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践祚、刘世定、李贵才（２０１６）． 行政区划调整中上下级间的协商博弈及策略特征———以ＳＳ镇为例． 社会学研
究，３：７３ － ９９ ＋ ２４３ － ２４４．
Ｚｈａｎｇ，Ｊ． Ｚ．，Ｌｉｕ，Ｓ． Ｄ． ＆ Ｌｉ，Ｇ． Ｃ． （２０１６）．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Ｓ Ｔｏｗ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０３：７３ －
９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蕾、张京祥（２００７）． 撤县设区的区划兼并效应再思考———以镇江市丹徒区为例． 城市问题，１：３６ － ４０．
Ｚｈａｎｇ，Ｌ． ＆ Ｚｈａｎｇ，Ｊ． Ｘ． （２００７）．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ｅｘ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Ｔａｋｅ Ｄａｎｔ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１：３６ － 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彪、王开泳、赵逸才（２０２２）． 中国县级以上行政中心迁移的特征、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１８５ － １９８．
Ｚｈａｏ，Ｂ．，Ｗａｎｇ，Ｋ． Ｙ． ＆ Ｚｈａｏ，Ｙ． Ｃ． （２０２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ａｔ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１８５ － １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聚军（２００９）． “控制—服务”：当代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应然导向．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６：６８ － ７４．
Ｚｈａｏ，Ｊ． Ｊ．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ｄｍｉ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６：６８ － ７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聚军（２０１２）． 职能导向论：市辖区建制调整的逻辑导向研究． 行政论坛，６：３６ － ４０．
Ｚｈａｏ，Ｊ． Ｊ．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ｉｂｕｎｅ，６：３６ － 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ｒｂｉｅｒｉ，Ｅ．，Ｐｏｌｌｉｏ，Ｃ． ＆ Ｐｒｏｔａ，Ｆ．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４１５ － ４２８．

Ｃａｒｔｉｅｒ，Ｃ． （２０１３）． Ｗｈａｔ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５７ － ７７．

Ｃａｒｔｉｅｒ，Ｃ． （２０１５）．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３：２９４ －３２０．
Ｃｈｉｅｎ，Ｓ． Ｓ． （２０１３）． Ｎｅｗ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Ｋｕｎｓｈａｎ． Ｇｅｏｆｏｒｕｍ，６：１０３ － １１２．
Ｇｏｎｇ，Ｔ． ＆ Ｘｉａｏ，Ｈ．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Ｅｘｔｒａｖａｇ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３：３８７ － ４０５．
Ｋｕａｎｇ，Ｚ． ＆ Ｗａｎｇ，Ｙ． （２０２２）．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Ｈ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 － ３０．
Ｌｕｏ，Ｘ． Ｌ．，Ｃｈｅｎｇ，Ｙ． Ｑ． ＆ Ｙｉｎ，Ｊ．，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ａｓ ａ Ｓｃａｌｉｎｇｕ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２５ － １４６．
Ｍａ，Ｌ． Ｊ． Ｃ． （２００５）．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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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乡镇街道重构的驱动机制：以Ｔ县街道设置为例◆


